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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物权变动的规范模式，一直是比较法上的热门话题，也是立法与司法上的难点问题。本文旨在从《民法

典》中的“处分”概念出发，对我国司法案例进行实然分析，探究处分行为的具体内涵，研究不同物权

变动模式之优劣。“处分”一词在《民法典》中并不鲜见，但立法上并没有“处分行为”的精确定义。

通说认为处分行为应当是指直接导致物权变动的法律行为。然而，相关司法裁判分析表明，各级法院在

《民法典》实施之后仍然遵循债权形式主义，民法学界呼声较高的物权行为理论并未体现于司法实践之

中。从比较法上观察，处分行为无论在哪一种物权变动模式下都是一种客观存在，但物权行为理论只在

少数国家或地区适用。在应然层面，民法学界对于我国应当采取哪种物权变动模式争论不休，然而普遍

忽略物权变动模式变迁所损耗的社会成本。以法经济学中的效率为评价标准，从债权形式主义转换到物

权形式主义，社会收益远小于其社会成本。因而，我国物权变动模式应坚持以债权形式主义为本位，并

以客观化标准来判定善意取得中的“善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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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normative mode of transfer of real right has been a popular topic in comparative law and a 
challenging issue in legislation and adjudication. The purpose of this article is to start from the 
concept of “disposition” in the Civil Code, to analyze the judicial cases in China, to explore the spe-
cific connotation of disposition, and to study the advantages and disadvantages of different modes 
of real-right transfer. The term “disposition” is often seen in the Civil Code, but there is no precise 
definition of “disposition” in the statute. It is generally believed that the act of disposition should 
refer to the legal act that directly leads to the transfer of real rights. However, the analysis of rele-
vant judicial decisions shows that courts at all levels still follow the Creditor’s-right-oriented For-
malism after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Civil Code, and the Theory of Real-right Act, which is high-
ly praised by civil law scholars, is not reflected in judicial practic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om-
parative law, the act of disposition is an objective existence no matter which mode of real-right 
transfer, but the Theory of Real-right Act is only applicable in a few countries or regions. At a norma-
tive level, civil law scholars debate endlessly about which mode of real-right transfer should be 
adopted in China, but generally ignore the social costs of the shifting in the mode of real-right 
transfer. Taking efficiency in law and economics as the evaluation criterion, the social benefit is 
far less than the social cost when the Creditor’s-right-oriented Formalism is transformed into the 
Real-Right-oriented Formalism. Therefore, the mode of real-right transfer in China should adhere 
to the Creditor’s-right-oriented Formalism as the standard, and use the objective standard to de-
termine the “bona fide” element in bona fide acquisi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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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前言 

王泽鉴先生曾将负担行为和处分行为比作民法中的任督二脉[1]，以此来凸显处分行为理论在民法体

系中的核心地位与关键作用。然而在我国大陆地区，大多数学者更专注于研究物权行为与无权处分，跨

越几代学者的物权变动模式之辩至今仍然在学术界产生着广泛的影响，但对于处分行为这一重要概念却

忽略其关注。《民法典》中多次提及“处分”一词，显示出“处分行为”应有其独特的法律含义和作用。

笔者认为，处分行为在任何物权变动模式下都是客观存在，因此本文旨在从《民法典》中的“处分”概

念入手，探究不同物权变动模式下处分行为的具体内涵。 
在大陆法系中，主要有三种物权变动模式——以法国、日本为代表的债权意思主义模式，以德国为

代表的物权形式主义和以奥地利、荷兰为代表的债权形式主义。我国台湾地区因全面继受德国法，故而

也践行物权形式主义。我国大陆几乎所有重要学者对于这三种物权变动模式均有过不同程度的探讨，从

宏观层面上大体可以区分为物权形式主义支持者与债权形式主义支持者。前者主要为受德国法学体系化、

精细化教育影响的学者，后者主要被立法者与主流观点所接受，但近年来学界对物权行为独立性与无因

性接受的呼声高涨。揆诸现代国际贸易，英美法系国家的影响力不容忽视，因此对其物权变动模式的研

究亦有助于改善我国物权变动现状。英美法虽然在形式上不区分物权和债权，其主要以契据制度作为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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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与不动产物权移转的法律依据，与大陆法系物权变动模式也有异曲同工之妙。 
值得注意的是，从研究成果来看，我国物权变动模式的研究仍主要依赖以法律规范和案例的语言分

析为基础的法教义学和解释学这一传统法学方法，鲜少着墨于法经济学方法分析。经济学作为研究世界

理性选择的科学，基于传统分析方法的局限性，所以需要跳脱出固有思维方式，用经济学的理性分析寻

找新的解决路径，为我国物权变动模式的完善提供新的视角和思路。 
总体而言，本文所要解决的核心问题是：在法经济分析视域下如何评价并完善我国的物权变动模式？

欲回答此问题，须有以下三个子问题的追问：其一，“债权形式主义”的理论背景下的处分行为如何解

释？其二，《民法典》是否承认了“物权行为理论”？其三，我国物权变动，是否以及应否从“债权形

式主义”转向“物权形式主义”？接下来第二部分将从“实然”的角度对处分行为的司法案例进行类型

化分析，第三部分从比较法的视野考察不同法系下的物权变动模式，总结出对我国的启示，第四部分通

过法经济学的分析，从“应然”的角度对物权变动模式进行利益衡量，在第五部分提出立法和司法领域

有经济学理论依据支撑的改进建议。第六部分总结全文观点。 

2. 《民法典》中处分行为的现实图景 

2.1. 处分行为的含义 

2.1.1. 处分行为的内涵与外延 
处分行为的定义虽然来自于德语，但并未直接规定在联邦德国民法典中，弗卢梅认为，“只有当原

权利人的法律地位发生变化时，也即权利发生移转、变动、消灭或被设定负担等变化时，该行为才能构

成处分行为”[2]。我国学者对于处分行为皆有过相似的定义，如史尚宽先生认为，处分行为“谓直接使

权利移转、变更或消灭之行为”[3]，王泽鉴先生认为，“处分行为，指直接使某种权利发生、变更或消

灭的法律行为，其处分的客体为权利。”[4]概括下来可将其中的处分行为主要归纳为四类：权利的直接

让与、权利内容的调整变更、权利负担的设定以及权利的废止。这四类法律行为共同展现了处分行为的

核心特质，即它们能够直接并有效地引发权利的变动。 
从外延的角度来看，处分行为包括物权行为与准物权行为，物权行为包括单独行为(所有权之抛弃)

与物权契约(所有权之让与、抵押权之设定)，准物权行为包括债务免除、债权让与[5]。 

2.1.2. 处分行为与负担行为 
与处分行为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负担行为，在德国民法体系中，这一概念主要指的是那些让当事人承

担起给付义务的行为。负担行为常以合同的形式呈现，其典型表现为出卖人承担起向买受人交付和转移

被售物品的义务，而买受人则因此获得要求交付和转移所购物品的权利。值得注意的是，负担行为并未

直接导致法律客体的法律状态发生变动，也未造成资产的直接减少，而是为义务人增加了新的债务负担

[6]。一个完整的买卖交易之所以被划分为负担行为与处分行为，其依据是区分原则。根据我国《民法典》

第 215 条的明确规定，当事人双方之间签订的有关不动产物权的成立、变动、转移和消除的约定，在遵

循司法一般性规范或当事人双方特别规定的前提下，只要约定成立就产生了效力。如果没有进行财产权

登记，这也不会损害上述协议本身的效力。通说认为该条文确立了区分原则。它是指在基于法律行为的

物权变动中应当区分合同的效力与物权变动的效力，物权是否变动对于合同的效力不发生影响[7]。 

2.1.3. 处分行为在我国《民法典》中的存在形态 
在我国民法中，“处分”一词被广泛使用，从《民法通则》时代到《民法典》的编纂与修订，总论

和分则均有出现“处分”的用法。民法中最常见的处分，来自所有权概念的界定。所有权概念中，处分

是作为所有权的一项权能。一般学说认为，该处分权能系指广义的处分，既包括事实上的处分，也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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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上的处分[8]。事实上的处分是指直接导致事物本身状态发生变化的行为，包括改造、毁损等方式。

法律上的处分既包括负担行为也包括处分行为，民法规范中所指的处分行为主要为后一种。 
《民法典》总则编、物权编、合同编、继承编中共有 30 处涉及“处分”“处分权”的相关用法，可

以从两个层面将其归类。根据处分的效力可以将权利人的处分行为分为有权处分与无权处分。如第 269、
第 272、第 597、第 312 等条文规定。处分权的丧失是所有权无法转移的根本原因，当权利人未行使处

分权或超出处分权范围时，通常会导致处分行为的效力受到限制，权利人因此而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例如违约责任的产生。在《民法典》中，对处分权的规定旨在明确权利人对特定对象的处分范围和条件，

以及处分行为可能带来的法律后果。 

2.2. 处分行为与中国司法现状 

我国目前的法律和司法审判实践倾向于采用债权形式主义的物权变动模式，即“合意” + “公示”

的模式，这一模式已经成为我国理论界和实务界民法思考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民法典》区分原则确立

后，部分学者从应然的层面认为我国应该确立处分行为理论，主要内容为物权行为具有独立性与无因性，

或者这一趋势已势不可挡。处分行为理论在我国司法裁判中究竟处于何种地位？以下将从实务中的案例

分析处分行为与我国物权变动现状。 

2.2.1. 案例选取 
在债权形式主义下，处分行为理论给司法实践带来的冲突主要集中在无权处分、所有权保留、让与

担保等部分，本节选取部分案例说明司法实践中的适用情况。 
2024 年 02 月 23 日，在何某 2 等与何徐华确认合同无效纠纷 1中，原告王某、何某 1、何某 2 请求

依法确认何某 5 与何某 3 签订的《不动产赠与合同》无效，一审法院认为，何某 5 未经各继承人同意，

擅自将涉案房屋全部赠与何某 3。因无证据证明何某 5 已经得到相关权利人追认或取得房屋全部处分权，

故何某 5 处分属于徐某财产的行为应为无效，但是何某 5 处分自身财产的行为应为有效。故何某 5 与何

某 3 之间签订的《不动产赠与合同》应为部分有效，部分无效。从判决书中可以明显看出大兴区人民法

院是遵循债权形式主义的原则，在审理查明被告无处分权后，且权利人拒绝追认，将无权处分的部分赠

与行为认定为无效，虽然处分物已交付至受让人手中，然而在我国法律体系中，由于尚未承认物权行为

的独立性和无因性，处分物的所有权最终仍会回归至原权利人。 
2023 年 09 月 22 日，在安文明、乐都青源植物油有限公司等物权确认纠纷 2一案中，原告安文明请

求确认原告为案涉共计 12 间房屋的不动产权属所有人(包括相应土地使用权)，以及由三被告协助原告办

理案涉房屋权属过户登记手续。在处理涉及一房数卖的纠纷案件时，若存在多份有效的买卖合同，且各

买受人均坚持要求履行合同，那么通常应根据以下顺序来判定权利保护的优先级：首先是已经成功办理

房屋所有权变更登记的买受人，其次是已合法占有该房屋的买受人，再者还需考虑合同的实际履行情况

以及买卖合同的成立先后顺序。然而，对于那些恶意进行登记手续的买受人，其权利不应被置于已合法

占有房屋的买受人之上[9]。因被告的恶意处分行为，最终判决被告青源公司与被告双扶汽车修理厂签订

的《房地产买卖契约》中对于原告购买的案涉东面 12 间房屋的处分行为无效，如按照处分行为价值无涉，

恶意的相对人仍能取得不动产的所有权，只是后续再借助不当得利请求权恢复物权应有状态显然与本案

判决相悖，也基于此说明了现行司法并未采取处分行为理论 3。 

 

 

1参见北京市大兴区人民法院审理何某 2 等与何徐华确认合同无效纠纷一审案件，案号：(2023)京 0115 民初 15672 号。 
2参见海东市乐都区人民法院审判安文明、乐都青源植物油有限公司等物权确认纠纷民事一审民事判决，案号：(2023)青 0202 民初

829 号。 
3类似案由判决可参见冶财荣、马金梅等物权确认纠纷民事一审民事判决书，案号：(2023)青 0202 民初 1408 号；杨克春、寇月兰

物权确认纠纷民事一审民事判决书，案号：(2022)青 0202 民初 1275 号)；马建军、张清龙等所有权确认纠纷民事一审民事判决书，

案号：(2023)青 0202 民初 3965 号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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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2. 分析与总结 
以上案例均选取自《民法典》正式实施后并无溯及旧法的裁判，可见各级法院的判决基本趋于一致，

在区分合同效力和物权变动效力的区分原则下，尽管一些学者呼吁确立处分行为理论，中国司法仍然遵

循债权形式主义，并未采纳处分行为理论。例如，在大兴区人民法院的案例中，法院遵循债权形式主义

原则，认定无权处分的部分赠与行为为无效，且将处分物的所有权归还给权利人。同样，海东市乐都区

人民法院在另一案中也采取了对恶意处分行为的判定，最终将恶意处分行为认定为无效。 

2.3. 亟待解决的问题 

2.3.1. 物权变动立法选择问题 
在展开后文的讨论之前，必须将物权变动的立法选择属于何种问题，予以明确。王轶教授对这一问

题的学界不同观点——事实判断问题说、价值判断问题说、既是事实判断问题又是价值判断问题说给予

评判，进而提出认为是一个解释选择问题，即如何用民法世界的语言来解释、表述、描述、想象生活世

界的问题[10]。本文赞同这一立场。伽达默尔的“前理解结构”中——“前有”“前见”“前把握”给这

一选择提供了哲学基础。不同年代的学者身处不同的历史文化传统，这是其“前有”，在此基础上先有

的立场、视角、知识背景形成不同学者的“前理解”，最后在“前有”“前见”中得出“前把握”。无

论是主张何种物权变动模式，或是对于同一争点的不同立场，都有依据其特定前见的合理性。实质上，

物权变动模式的差异源自于对引起物权变动的践行行为在民事法律事实制度框架下所进行的不同诠释与

安排。因此，物权变动模式的立法选择，便转化为了一个如何运用民事法律事实制度，将与物权变动紧

密相连的生活现象合理地纳入民法调整的范畴，进而给出明确解释的问题。是一个如何对生活世界做出

民法解释，从而借助民法的语言展现人们自身在特定生活关系中存在境遇的解释选择问题[10]。 
因此第三部分比较法的考察将以处分行为作为一种客观存在的事实为基础，不论其处于何种物权变

动模式之下。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分析不同地区的立法对处分行为与物权变动模式的解释选择。 

2.3.2. 物债二分的合理性辨析 
有学者认为，物权行为的承认在于物权法与债权法、物权和债权的二分[11]。崔建远教授论证了物权

与债权的二分性，而这仅为物权行为制度的建立提供了理论支撑，但并未必然导致物权行为的产生。实

际上，众多非物权行为的法律事实同样能够引发物权变动，这表明物权变动并不必然依赖于物权行为作

为法律事实[12]。物权行为的肯定论与否定论已成僵局，唐勇教授提出该僵局的破解可以开展于体系化地

反思物权和债权的界分[13]。他主张物权与债权并非呈现为严格的二元对立状态，而是表现出一种相对的

可通约性，这可以称之为“物债程度论”。他进一步以债权和负担行为作为核心，将处分行为视作一种

特殊的债权表现形式。这样一来，物权变动同样可以适用债法的规则，即重新确立了合同作为普遍适用

工具的价值，凸显了其作为法律工具的重要性。 
反思物债二分合理性为物权变动模式之争提供了另一种进路，即不同物权变动模式之间具有可通约

性，因此在比较法的视野下需要求同存异，以合同作为基础探索不同模式之下的共性与优势。 

3. 比较法考察：处分行为与主要物权变动模式 

3.1. 物权变动模式总述 

3.1.1. 物权变动模式的分类标准 
各国的物权变动因选择的原因和公示要件不同，因此有着各自兼具共性与独特性的物权变动模式。

物权变动模式仅针对一国立法对于基于合同行为而产生的物权变动所采取的法律规范方式，与非基于法

律行为的物权变动无关。自大陆法系言，关于物权变动模式的分类，以及对各类型的称谓，学者们的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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述不尽相同，有两分法，也有三分法，还有四分法，称谓也多种多样[14]。也有学者尝试从物权行为立法

选择与公示在物权变动中的法律意义两个维度构建更为精密的新分析框架[15]，无论是几分法或是更微观

角度的分类，无外乎是从两个方面来分析物权变动模式的归类。从物权变动的整体外观来看，可以将其

划分为形式主义和意思主义两大类别。随后，对形式主义进行深入剖析，又可细化为债权形式主义和物

权形式主义两种形态。从物权变动的内部结构来看，根据合意与公示效力在物权变动中的具体效力，可

以将债权合意或物权合意与是否需要公示以及对抗第三人的效力进行排列组合，得到不同的物权变动方

式。对于英美法系而言，并不存在以上分类框架的适用。然而两大法系并非非此即彼的对立阵营，随着

时代的发展，也在相互借鉴、相互融合。因此本文的讨论范围涵盖大陆法系与英美法系的物权变动模式，

以不同物权变动模式的国家为主体，具体探讨处分行为在其中的具体含义与作用。 

3.1.2. 我国物权变动模式 
关于物权变动模式，我国目前主要为债权形式主义之争与物权形式主义之争，主流观点是物权变动

采债权形式主义模式，即“合意 + 公示”的模式，“合意”是指，当事人之间关于设立、变更、转让和

消灭物权的合意；所谓“公示”，是指不动产登记、动产交付等影响物权变动的要件[7]。当事人达成的

买卖等合同是一种债权合同，即实施了处分行为，反对者认为除此之外还有物权合意与物权合同，因而

不断呼吁我国物权变动已经或必然转向物权形式主义。然而，面对同一套现行法，不同立场的学者都可

以借助其为各自的立场提供佐证，可见“在学术未予澄清之处，理论分歧不可能借助立法而得到消除”

[16]。如前文所述，任何模式都是由“前有”“前见”“前把握”所塑造，正如德国法学者与物权合同的

关系就是他们与规定了这一原则的法典的关系。人们遵循法典，由此遵循法典中定的物权合同[17]。因此

不妨将学术界困扰几十年的问题转化成，在既有的债权形式主义模式下，应否更换物权变动模式或者如

何完善改进使之更适应于现实发展。 

3.2. 德国模式 

德国物权变动主要采取债权行为与物权行为完全区分的物权行为理论。在物权形式主义模式下，处

分行为即是指物权行为，以“物权契约”为存在形态。物权行为理论的核心在于物权合意，萨维尼提出，

交付本身在法律上形成了一个新契约，体现在物权之变动除交付或登记之外，还需要双方当事人作出一

个独立于债权合意之外的物权合意始发生效力。他认为，合同的订立是双方意思表示达成一致的过程；

而在交付时，当事人会作出新的意思表示，其目的效果与合同中约定的效果并不相同。这一新的意思表

示旨在实现物的处分，即转移所有权或价金至对方，体现了对物权变动的明确意图[18]。我国有学者认为

整个交易过程仅存在债权合意，“所谓转移物权的合意实际上是学者虚构的产物”[19]，从《德国民法典》

第 872 条、第 873 条、第 929 条等条文来看，“需要有另一方当事人和权利人对发生权利变更登记入土

地簿册和变更成立合意”“必须有权利人和因该权利变更而涉及的其他人的合意”“并就所有权的转移

由双方成立合意”，均没有“物权合意”的直接表述。本文赞同，所谓的“物权合意”是文义解释的结

果，是将“合意”解释为“物权合意”。其解释为“物权契约”的处分行为和形式主义的物权变动方式

相似，即为合意加上登记或交付。 

3.3. 法日模式 

债权意思主义首创于法国。根据《法国民法典》第 1138 条之规定，自标的物应当交付之日起，债权

人即享有成为标的物所有者的权利，并须承担由此引发的风险转移，即便标的物的实际移交尚未完成，

这一法律效果依然保持不变。法国将物权变动的效力完全由当事人间的债权意思表示决定，除此之外并

没有另外的物权意思表示。所有权转让本身在客观上并无任何外观迹象，也无特别的形式可察，这种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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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只能被当事人之间的协议所确认[20]。《日本民法典》在继承《法国民法典》的基础上，其第 176 条、

第 177 条、第 178 条明确指出，物权的设定与转移仅因当事人的意思表示而产生法律效力。这种设定与

转移建立在所有权观念性的基础上，即物权行为以所有权移转为目的，被作为其原因的债权契约所吸纳。

在此，物权行为与债权契约并非相互独立，而是作为一个未分化的统一体存在于同一契约之中。物权变

动仅是债权契约效力的体现，因此，物权变动仍然是债权关系的一个方面[21]。但是日本学界对于民法典

第 176 条中的“意思表示”是指债权意思还是物权意思争论未果，并且在较长时间内还将持续下去，似

乎和我国面临着相似的境况。 
尽管以法日为代表的债权意思主义并未区分负担行为与处分行为，但仍可以分析处分行为在其中的

定位。由于并不认同有独立于债权合同的物权行为的存在，因而在解释论上，对“处分行为”的理解应

与债权意思主义的物权变动模式相同，也即处分行为是指以物权变动为目的所订立的债权合同[21]。这一

定位符合债权意思主义将当事人意思表示作为物权变动产生效力的依据，进而交付或登记则是保障物权

变动效力实现的履行行为即事实行为。 

3.4. 英美模式 

英美法系以财产法贯穿始终，与大陆法系不同，在学说上很少研究债权、物权等术语，但这并不表

明英美法中并不存在大陆法债权、物权概念所指向的对象[22]。事实上，英美法的传统——契据交付可以

视为其财产权变动中的处分行为。不同于买卖合同，契据提供了一种强有力的书面形式，它允许单方面

转让或建立几乎任何财产的任何权益，无论是否有对价，都是有效的[23]。历史上，土地产权的转让曾主

要通过采邑授予来实现，其核心在于占有权的交付。然而，由于这种方式复杂繁琐，且契据交付的公示

效果有限，后来逐渐发展出新的模式。在美国，不动产产权的移转通常发生在出让人按照合同要求交付

有效契据，且受让人接受该契据之后。而在英国，若交易涉及产权登记的土地，除了契据交付外，受让

人还需前往登记机关办理产权登记手续，完成登记后方能实现普通法地产权的移转[22]。在动产交付中，

《1979 年货物销售法》第 17 条指出，在涉及特定货物或已确定货物的买卖合同中，一旦合同双方达成

转让意愿，该货物的所有权即转移至买受人。动产转让基于当事人合意类似于意思主义的物权变动模式，

特别是当需要交付的物品体积过大或不便于交付，便有了“象征性交付”的形式，只要出让人有交付契

据并移转产权的意图，即使契据没有实际交付，仍发生产权移转的效力[24]。尽管有学者持有不同的看法，

认为“在契据交付中存在着以物权变动为直接内容的意思表示，且契据交付独立于产生请求权的合同行

为”。本文认为，从历史演进和法条解释来看，英美法中，动产与不动产的变动无需特定的物权合意作

为要件，其核心要素在于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登记是财产权变动的对抗要件的体现，其变动模式更

类似于债权形式主义。 

3.5. 比较分析及其对我国的启示 

在对比分析处分行为与主要物权变动模式时，可以观察到不同国家法律体系中的独特之处。就处分

行为理论而言，目前只有德国是坚定的理论支持者，并且严格贯彻在其民法典及司法实务中，其他国家

对于处分行为理论中的无因性、抽象性等原则更多的是基于其历史沿革、社会背景，采纳一部分的“法

律拟制”或学说解释的效果。从德国模式看，其强调物权合意的独立性、物权行为与债权行为的完全区

分，这种理论基础为物权变动提供了清晰的框架。在德国的法律实践中，物权合意被视为至关重要的因

素，交付本身被认为形成了一个新契约，进而体现了物权的变动。相较之下，法日模式则更加注重债权

意思表示，将物权变动效力完全依赖于当事人间的意思表示，强调了债权关系在物权变动中的重要性。

而英美模式则以财产法为主导，契据交付在这一体系中扮演着核心角色，对财产权变动起到关键性的作

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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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些不同模式中，处分行为的定位及其在物权变动中的作用有所不同。物权形式主义中的处分行

为即为物权行为，完全与先前的负担行为区隔开。从债权意思主义的角度看，处分行为被视为一种以物

权变动为目的所订立的债权合同，强调了当事人之间的意思表示对于物权变动效力的决定性作用。在英

美法系中，契据交付则被视为财产权变动的关键，契据的转让被认为能够有效地实现财产权的转移。 
由此可见，处分行为在任何一种物权变动模式中，都是一种客观存在，物权行为理论只在世界上的

少数地区运用，大多数国家的处分行为的定位和作用可能有所不同，但其核心目的始终是确保物权的变

动得以有效实现，维护当事人权益和社会秩序的稳定。尤其在当前我国债权形式主义与物权形式主义之

争的语境下，注重强化对当事人意思表示的保护，建立更加完善的登记制度，以确保处分行为在物权变

动中的有效性和可靠性。 

4. 法经济学分析：我国物权变动模式利益衡量 

波斯纳有言：“在一定意义上，立法和与之不可分离的司法和执法都是一种经济活动。”[25]法律的

制定和执行会直接或间接地影响到市场的运作、资源的配置以及整体经济的发展。支持物权形式主义的

学者有主张立法应采用有因物权形式主义[26]，有主张采用完全的物权形式主义[27]，然而他们并未考虑

从一种制度转变为另一种制度所损耗的各种成本，下文将目光从学界普遍教义学、解释学的阐释路径移

转向经济分析的视角，从利益衡量的角度出发，以期找到物权变动更有效率的配置方式。 

4.1. 假设：从债权形式主义转向物权形式主义？ 

4.1.1. 权衡标准 
社会福利被定义为社会中所有个人福祉的某些指数的总和，被学者评价为应该是评估法律政策的唯

一依据，然而，在评估具体的法律规则时，效率可能往往是福利的最佳代表[28]。经济学中最主要的效率

标准是“帕累托效率”，当一个涉及两个或两个以上的人的选择或决定改善了其中至少一个人的状况而

不恶化其他人的状况时，就是“帕累托优越”；当不能进一步改善它时，则称为“帕累托最优”，即“帕

累托效率”[29]。由于法律变更造成的损失无处不在，补偿所有这些损失的不可能性和/或高昂的成本，

使得帕累托标准具有一定的局限性。进而，补偿原则被制定为帕累托准则的限制性的替代方案，即“卡

尔多–希克斯效率”：如果赢家的收益超过输家的损失，或者换一种说法，如果社会财富(以支付意愿衡

量)增加，法律变革就会提高效率[30]。 
经济学中另一重要的衡量工具是外部性理论，外部性指的是某一经济主体在生产与消费活动中对其

他个体或社会整体产生的积极或消极的影响，其中，积极影响被称为正外部性，而消极影响则被称为负

外部性。不同的外部因素相互作用从而导致影响最终的效率程度。因此，下文将以外部性为视角，将“帕

累托效率”“卡尔多–希克斯效率”作为辅助评判标准，分析法律制度转变中社会福利的变化。 

4.1.2. 外部性与效率分析 
法律确定性与精确和可预测的规范框架密切相关，它在法律主体之间建立了必要的信任。“信任”

不仅仅是个人的权利；它是一种由非协商一致的机构体系提供的公共产品[29]。假设我国的物权变动模式

从债权形式主义转向物权形式主义，必然会打破原有的“固定性”，并重组成另一种“确定性”。然而

在重组的过程中，法律主体与先有的“信任”联系会改变，相互之间以及对整个社会产生不同的外部性。 
首先，在立法方面，物权变动模式的转换是物权变动底层逻辑的置换，这一置换会引起法案、各种

司法解释的频繁修订。例如德国民法典彻底贯彻物权形式主义，其五编制的体系将债法单独成编，如果

我国《民法典》欲追随物权形式主义，在七编制下的合同编章节将债法内容独立出来，这一拆分原有法

典体系的大刀阔斧的修改，会调动大量的立法资源(可以参照我国历年修订法案的复杂过程)。接着，司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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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践是立法修改的首当其冲。本文第 2 部分论证了司法判例是按照债权形式主义的规则处理司法案件，

如果更换司法裁判的底层逻辑，需要涉及到法院、检察院等多方主体的培训、观念更改。因此，法律制

度改革的自上而下使得众多的守法主体需要随之进行观念的转变——例如高校法学课程的授课、普法教

育的开展，基于人口基数的庞大，在沟通与说服方面需要耗费巨大的成本。尤其需要考虑公众对于民法

理念与制度改弦易辙的适应性与接受度——例如物权形式主义的存在会显著扩大不当得利制度的适用范

围，从而相对缩小物的返还请求权的作用领域。在处理法律行为的错误时，需对债权行为和物权行为的

不同情形进行区分，有时甚至需要分别对待，这都需要在实践中一一明确和界定[12]。给实务中增加过多

的抽象的成分会增加法的适用的难度，公众对于法律的“路径依赖”使得法律应该保持谦抑性与稳定性。

正如伯尔曼的名言：“法律必须被信仰，否则它将形同虚设”，公众的法感情也是可以具象为成本的一

项考虑因素。 
许多学者主张物权形式主义的理由包括买卖等合同不包含物权变动的意思，所有权保留只能被物权

行为附条件，让与担保只有用物权行为理论才能解释得通[12]等，似乎更侧重于立法技术的精细化与崇尚

德国法典体系的抽象性，然而模式之争并不能推动问题的解决，从假设模式的转换来看，转换后的负外

部性更多，尤其是对公众造成的负外部性使得无法达到“帕累托效率”，即使是依据“卡尔多–希克斯

效率”，社会对于制度改革的总意愿以及司法效率的反响，相较于易于理解、符合常理的债权形式主义，

也难以有较为乐观的结果。 

4.2. 焦点：无因性与抽象性原则——以买卖合同中无权处分为例 

4.2.1. 学者观点 
物权形式主义中的无因性与抽象性原则是学者探讨物权变动模式不可避免的争议焦点，尤其在买卖

合同中的无权处分情形形成了两派学说论辩。支持物权行为理论的孙宪忠教授认为债权形式主义中的“善

意取得”模式至少存在两大劣势，一是由于物权公示，在不动产领域无法适用善意取得，二是行为人主

观的善意举证责任困难，司法上有不能解决的问题。因此他认为无因性原则的“客观善意主义”更加保

护了第三人的利益[27]。王利明教授对此提出了不同的观点，他认为无因性理论对出卖人及其不利，对第

三人利益的保护是以损害民法的公平和诚信原则为代价的[31]。由此需要思考一个上位问题：买受人、出

卖人与第三人的利益，何者更值得保护？本文认为，基于现实生活可以看作是一个完全竞争市场，每个

个体无论作为买方、卖方抑或第三人的可能性都是趋于一致的，因此需要将三方主体置于同一价值层面，

借助成本–收益分析方法比较何种模式下效益更高。 

4.2.2. 成本和收益分析 
买卖合同中双方之间的交易未成立、被撤销或被确认为无效时，当事人之间的利益衡量依交付行为

是否完成存在多种不同的情况[21]，本文着重讨论出卖方已交付标的物，买受方未支付价金的情形。 
在物权形式主义的制度框架下，买受人自标的物交付之时起即取得所有权，而出卖人则相应地丧失

所有权。无论买受人是否出于善意，出卖人均无权要求买受人返还原物，仅能基于不当得利原则主张其

权益。无因性在其中的收益为对社会经济秩序的维护，减少交易的不确定性，使得第三人乃至更后一手

交易人能够信赖前一手交易的无瑕疵。成本体现在出卖人在处分自己的所有物时需尽到较高的注意义务，

对于买受人是否会支付价金等交易风险的大量预防成本。另外，在出卖人无过错的情况下使其承担买受

人不支付对价的损失有违民法中的公平和诚信原则，从而可能产生更多的恶意买受人。 
在采取有因性的模式下，标的物的所有权仍然归于出卖人，买受人必须返还原物，在第三人是善意

的情况下，可以取得标的物所有权。在此模式下产生的成本为第三人的善意认定，即在司法上产生的取

证难度。收益体现在保护了善意第三人的利益，对于第三人来说，很难知道交易的对方是否有权处分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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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要想查清对方是否有处分权往往需要耗费一定的时间和金钱成本。从对应的角度来说，保护善意第

三人也是维护市场秩序的体现，第三人需尽到理性人的注意义务，在此之外就需要法律辨别确认、惩恶

扬善。 
再从社会成本的层面来看，无因性立场因其背离公众的一般观念执法成本略高，进而增加守法成本，

如果对于恶意第三人一视同仁地保护，就会与公平正义的传统理念背道而驰，公众就会对法律的公信力

产生怀疑。 
综合以上对两种制度的成本和收益分析，可以看出无因性制度设计与有因性相比，无法以其社会总

收益涵盖总成本，而在人类的法制进程中，只有那些符合法律主体的理性选择、成本最小而收益最大的

法律，才会被人们自觉遵守[32]。 

5. 我国物权变动模式的进路与完善 

5.1. 坚持以债权形式主义为本位 

从前文分析来看，司法实务践行债权形式主义已有数十年之久，继续沿用这种传统有利于维护法律

的稳定性。其对于物权变动的双方当事人及第三人的利益都兼顾进行了保护，通过要求当事人进行公示、

登记等方式，增加了第三人获取信息的渠道，使其能够及时知晓物权的变动情况，从而保护其合法权益。

同时，债权形式主义的适用减少了程序的繁琐和复杂性，易于公众理解，使得当事人能够更加便捷地进

行物权的变动。没有任何法律制度可以做到普适一切法律问题，因此我国在以债权形式主义为本位的同

时，需要不断使其臻于完善。 

5.2. 完善善意取得制度 

由成本–收益的经济分析可知，第三人对于前手交易是否有瑕疵的“善意”在司法中举证困难，权

利外观与真实权利状态不符在交易中极为常见。借鉴物权形式主义的无因性理论，可以启发我们确立判

断“善意”的客观标准。在交易过程中，若第三人依据公示的权利状态行事，且缺乏客观证据显示其在

交易时知晓公示权利状态与真实权利状态的不一致，那么我们可以认定该第三人主观上具备“善意”。

通过建立更加清晰和明确的标准来判断第三人是否持有“善意”，不仅可以加强司法公正性和透明度，

还有助于降低纠纷的发生率，提升法律制度的有效性和可操作性。这种严谨的标准将为当事人提供更好

的法律保障，促进交易安全和信誉度的提升，从而增强法治环境的稳定性和可预测性。 

6. 结论 

崔建远教授认为，法律人在处分行为方面花费的精力已经够多了，似应关注更为需要的课题[33]。但

是不可否认，长达几十年的“处分/物权行为之争”仍将持续下去，本文希望在厘清此问题面前可以发挥

绵薄之力。 
债权形式主义的物权变动模式是我国本土实践多年的产物，对于规范本土交易关系具有其他模式不

可替代的作用[31]。从司法实践分析，我国物权变动模式并未从债权形式主义转向物权形式主义，《民法

典》也并未承认物权行为理论，抑或说立法未对此进行规定，给学说研究留下空间。从比较法的视角来

看，选择何种物权变动模式都是一个解释选择问题，模式本身无优劣，不同国家、地区的“前理解结构”

造就不同模式的适用。处分行为无论在何种模式下都是一种客观存在，在德国模式中表现为物权行为，

即“物权契约”；在法日模式中表现为以物权变动为目的所订立的债权合同；在英美模式中以“契据交

付”的形式存在。类似于英美模式，我国物权变动的处分行为应解释为债权合同。 
通过法经济学的分析，本文先后从宏观和微观角度论证继续沿用债权形式主义的必然性。如果从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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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形式主义转向物权形式主义，会产生更多的负外部性，并且不能提高效率；就买卖合同中的无权处分

问题而言，债权形式主义在收益–成本角度也更胜一筹。在反复的利益衡量下，我国应以债权形式主义

为本位，对其加以完善。然而，基于法律的稳定性与市场经济的复杂性，对围绕物权变动的一系列制度

的改进完善并非能做到一蹴而就，而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因此对于相关问题，未来笔者会进一步思

考，给予论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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